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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是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内在根源之一。基于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
模型，利用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程度，并将其与省级层面交
通基础设施数据组合成面板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实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

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存在要素资源相对供给不足，而中西部地区却存在
要素资源相对过剩。资本要素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越来越严重，劳动力要素在这三个地区
的错配程度则逐渐缓解。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消除市场分
割，提高分工精度这三条路径，减轻或消除要素资源错配。分地区比较还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资
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与技术水平提高、
投资规模扩大、配套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改善等措施同步进行，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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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的差异被一致认为可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人均生产总值差异的 50% ～70%［1-3］。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实现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必
须着眼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要素资源使用效率;二是通

过政策引导改善资源配置效率［4］。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等方面所具有的先天劣势，后者
无疑是更有希望的途径。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走过了改革开放
经济奇迹般增长的 30 多年，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在后改革时代要想保持经济增长以摆
脱不发达，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当前出现的许多结构问题

实质上是由前一阶段发展模式所遗留的地区、部门或行业间的资源错配所引致的。因此，破解资源
错配难题成为了当前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针对当前中国

的资源错配问题开出了一剂“无形之手”主导的改革良方，但与此同时“有形之手”也需要更好地发
挥作用，而着力点就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林毅夫等［5］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对
降低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具有重要影响。罗能生和彭郁［6］也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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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城乡间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供给不
足和空间布局失衡的“瓶颈”，直接导致了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地
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将降低运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分工深度，为资源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

有效配置奠定物质基础，实现地区均衡发展。尤其是在中国举全国之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当
下，交通基础设施正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其对资源错配问题的纾解，对于实现沿线经济一
体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出发，“有形之手”与
“无形之手”相结合，将是破解中国资源错配难题的一条可行之道。
从资源错配的视角审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Melo［7］，他们通过构造可测

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测度了哥伦比亚的资源错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Syrquin［8］则推广了 Solow 的
增长核算框架，把 TFP增长分解为行业 TFP的增长以及资源的配置效应，得出通过纠正资源错配可
以提升经济效率的结论。基于 Syrquin［8］的分析框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微观企业数
据定量研究各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与经济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

果［9-14］。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Hsieh and Klenow［11］的研究，他们利用中国、印度工业企业微观数据
分析后得出，若中印两国达到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则生产率可以分别提高 30% ～ 50%和 40% ～
60%。其后学者们开始将目光从整体转向局部，关注某一具体要素市场的扭曲情况，主要包括金融
市场的扭曲［15-16］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17-18］。前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将资源错配作为一个“黑
匣子”，衡量资源错配程度及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最近学者们则开始打开“黑匣子”来深入探讨资
源错配的影响因素，但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19-22］。较少有研究关注经济系
统内部因素对于资源错配的影响，现能找到较有影响的研究是 Ｒamos et al．［23］利用印度黄金四边形
高速公路( Golden Quadrilateral) 的数据对交通基础设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的研究。而完备的交通基
础设施会降低运输成本，消除市场分割，促进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加快产业结构

升级，进而决定其经济增长的质量与速度，因此对于交通基础设施与资源错配关系研究的忽视，将无

法有效指导实践过程中利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减轻、消除资源错配问题。为此，本文从地区交通
基础设施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其对于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揭示中国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内

在根源，以期为后续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关于资源错配度量，本文将沿用 Hsieh and
Klenow［11］开创的方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9—2007 年数据来计算中国各省制造业细分行
业的资源错配程度。再将其与各省的交通基础设施数据结合成面板数据，利用系统 GMM 方法来衡
量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是对现有资源错配理论的一个重要补
充，将其与交通基础设施研究结合，构建起两大研究领域的桥梁，而且这也是首次从交通基础设施的

角度系统研究中国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内在根源。
本文的剩余内容共分四个部分:第二部分是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错配的机理分析，第三部分

是实证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处理，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错配的机理分析
所谓“资源错配”是针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言。在经济学中，“有效配置”是指从社会角度看

能使有效稀缺资源获得最大产出的配置效率，而“错配”则是对这个最优配置状态的偏离［24］。在学
术界，关于资源错配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类是由 Hsieh and Klenow［11］所提出的“内涵型错配”，即
资源的边际产出在截面上不相等。他们的分析认为，在静态的经济系统中，如果所有企业的生产技
术是凸的，最优配置状态下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的边际产出应该是相等的，否则就存在资源错配。
第二类是 Banerjee and Moll［25］所提出的“外延型错配”，指的是当经济中资源的边际产出在截面上都
相等时，依然可以通过重新分配资源，提升产出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企业的生产技术非凸和

潜在进入企业比在位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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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走过 30 多年，商品市场基本已经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资本市场的
市场化进程仍然滞后于产品市场。地方保护主义、各省份间的自主权和有限的经济统一，使得地方
市场分割，资源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从而各地的一些工业部门具有一定市场势力来压低

要素价格，抬高产出价格，产生了典型的要素资源错配现象，这不利于地区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技
术外溢及区内有效竞争的产生，造成了经济系统运行的总体低效与社会产出的巨大损失。
深入探讨地区间要素资源错配现象，我们发现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在决定要素的自由流

动和有效配置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影响资源有效配置:
第一，通过优化地区发展环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第二，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弱化、消除企业的市场势力;
第三，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分工深度，为资源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奠定物质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改善地区发展环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资源有效配置。传统的区

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模型主张产业区位由运输和要素成本决定，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为企业提供

良好的外部生产环境，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节约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交通成本，便利企业间联

系，同时改善员工的生活质量。而且基础设施作为具有投资上的大规模的集聚性和较长的酝酿期的基
础性产业，正如罗森斯坦-罗丹( 1966) 所说“这些产业必须居先于那些能够更快产生收益的、具有直接
生产性的投资，以便为增加能更快地产生收益的直接生产性投资铺平道路”。没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
施，就不会有发达的产品贸易，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就难以实现，也很难发生产业结构的调整

与升级。此外，交通基础设施本身也是产业结构的构成部分，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就会导致服务业
产值增加，改变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长
三角为例，虽然经过改革开放 30多年的发展，产业结构已发生一定转换，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
业比重上升较快。但是技术水平与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受制于数量扩张型的产业结构。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受到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明显下滑，劳动密集型商品出现滞销，而技术密集

型商品却供给不足，亟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2007年沪宁杭线动车组的开通，设计时速 200 公里，经过
6年的发展，在长三角主要城市间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激发了潜在的要素流动和产品贸易，促进了
地区的知识溢出，使得长三角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8 年的 3． 3 ∶ 53． 5 ∶ 43． 2 调整为 2015 年的
2． 8∶ 43． 4∶ 53． 8①，产业结构稳定在了“三、二、一”状态。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1: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改善地区资源错

配程度。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消除市场分割，弱化企业的市场势力，纠正资源错配。

低收入地区的资源错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造成的。当某一地区因交通基础设
施落后导致其运输成本较高时，该地区的企业就享有一定市场势力，使得它们能够在本地市场收取

更高的溢价，这就造成了本地和外地的厂商在溢价制定上的不平等。在此背景下，本地企业由于劳
动的边际产值是比较高的，相对于最优水平而言，将倾向于雇佣较少的工人，并且支付较低的工资，

故无法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生产率也是非有效的。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服务上的公共性、结构
上的系统性、运转上的协调性和发展上的平衡性等特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将会节约商品流
通的环节、节约运输的时间及降低运输的成本，从而减少本地企业的成本优势，抹平所有企业之间的
溢价差别，纠正资源在地区间的错配。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尤其是高速铁路网络的逐步完善，区域间
的交通便利性得到了极大增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省际城市之间、省内城市之间和跨区域城市之
间呈现出明显的同城化发展趋势，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省会城市和其辐射的地级市逐步加快了
同城化进程，地区间的边界效应逐步减弱，市场分割程度减轻，同城化成为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

种有效形式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刘生龙、胡鞍钢［26］通过实证研究也表明，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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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边界效应越低，区域间贸易越繁荣，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2: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减轻市场分割程度，从而降低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扩大市场范围，促进集聚经济的产生，提高分工的深度，为资源的有效

配置奠定物质基础。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分工的深度是由市场范围决定的，市场范围越大，分工
越精细。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则依赖于产品的通达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运输能力的影响。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连通了产品和市场的中间环节，扩大了市场范围，提升了交换能力，在增加对产

品需求量的同时，促使需求结构变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能改变集中( 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
和分散力量( 要素成本和竞争) 的相对重要性，运输和要素流动成本的降低能增大要素的流动性，从

而推动产业再布局，产生集聚经济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劳动力池，深化基于各地区比较
优势的分工。而且，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具有间接的生产性，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在其他产业中被
创造出来的投资机会，会有一系列未知的分工领域因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产生，资源则可以流动

到产出最大化的领域，因而提高了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中国不同省份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比较优势产业也各不相同，因此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区域间的运

输成本时，区域中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更低的成本销售到其他区域，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制

造业产品则可以从其他区域输入，降低区域比较优势产品的销售成本和非比较优势产品的采购成

本，促进区域比较优势分工。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其城市间分工指数平均值从 1998 年的 0． 788 上升
到 2013 年的 0． 869②，说明长三角都市圈城市之间制造业结构差异不断扩大，分工程度在加强，这与
长三角地区同期快速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不无关系。徐曌、欧国立［27］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工
促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也证实了这种分工促进效应的存在性。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3: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分工水平，从而改善地区资源错配情况。
综上所述，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错配的机制如下:首先，从地区内部来看，本地区的交通基础

设施的发展可以改变地区产业区位，为产业结构顺利成长奠定物质基础，从而在市场作用下吸引资

源自由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其次，从地区间的关联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地区之
间的运输成本，消除市场分割，弱化在某一相同行业中本地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行业有效竞争，提

升企业生产率，纠正资源错配。最后，针对地区间不同行业而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扩大市场
范围，促进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推动集聚经济的产生，提高分工的深度，产生新的经济增

长机会，以最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减轻或消除资源错配。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
协同作用，相互影响，最终优化资源配置。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一) 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 Hsieh和 Klenow［11］的研究方法，利用 TFP 损失来度量内涵型资源错配程度。然后采
用省级交通基础设施数据，测度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基本的回归方程如下:

Y
Y( )

efficient ijt
= α0 + α1Transj，t + α2 lnNumberijt + α3 lnSubsidyjt + α4Statejt + α5Ｒevenuejt + α6yeart

+ α7 industryi + α8 regionj + εijt ( 1)

其中， Y
Y( )

efficient ijt
为各省级行政单位 j中 i行业在 t年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比例，衡量资源

配置效率，其值越大表明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则表明资源错配程度越高。核心解释变量 Transj，t
表示 j省在 t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用交通密度指标进行衡量，其系数 α1 就测度了交通基础设施对

资源配置的影响程度。lnNumberijt表示 j省中 i行业在第 t年的企业个数的对数值，作为控制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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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量。本文还引入了政府补贴( lnSubsidyjt ) 、国有企业份额( State) 和财政收入比重( Ｒevenue) 这三
个影响地区资源错配的控制变量。政府补贴( lnSubsidyjt ) 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来影响资源

错配［28］，例如对于亏损企业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那些生产效率低的企业，扭曲了稀缺资源的

配置。lnSubsidyjt 采用地方政府各年的财政补贴的对数来衡量，该指标越大，反映了政府干预越强。国
有企业份额( State) 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29］，而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资源错配的一个
重要原因。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仍然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本地国有企业的利益。白重
恩等［30］认为地方政府从国有企业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企业，如安排亲戚、任免人事、广
告赞助等。因此可以预计，国有成分较高的地区其地方保护主义程度也可能较高。State采用每年各地
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越大，反映地方保护主

义越强。财政收入比重( Ｒevenue) 也是市场分割的一个代理变量，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分税制和转
移支付制度的不尽完善使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税基和增加本级财政收入，倾向于采取措施保护当地的

税源，因而导致资源在地区间的错配。Ｒevenue采用每年各地区财政收入占地区 GDP 的比重来衡量，
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越大，地方政策越是可能有激励通过分割市场来对本地税源进行支持和保护。
另外，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不同年份每个省的各个行业所观察不到的固定特征，本文还分别控制了

年份、省份和行业的虚拟变量，分别为 year、region和 industry。
( 二)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计算资源错配程度所用的企业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1999—2007。
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每年对销售额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业进行统计整理而得。截
至 2007 年年底，该数据库共收录了 31 万多家企业，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 95%左右。为了结果的可
靠，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制造业企业，其二位数行业代码为 13 ～ 43 ( 不包括 38) ，并对数据做了如下筛
选:一是去除了遗漏变量的样本，二是去除了企业规模较小的样本，三是去除了不符合实际的样本。
本文将工业增加值作为企业的产出，即企业生产函数中的 Y，将固定资产规模作为资本存量 K，将职
工人数作为劳动投入 L，工业增加值用省级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价格调整，固定资产规模用每年各
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予以平减。另外，本文还用到了企业中间投入的数据，也利用省级的
GDP平减指数进行了价格调整，均以 1999 年为基期。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Y 工业增加值 532 640 10． 143 0 1． 307 2 0 18． 040 4
lnK 固定资产规模 532 640 8． 930 6 1． 659 1 0 17． 976 5
lnL 职工人数 532 640 5． 586 2 0． 824 8 4． 605 2 12． 024 9
lnM 中间投入 532 640 9． 881 2 1． 340 8 0 17． 976 4
Trans 交通密度 1 566 0． 509 8 0． 383 3 0． 021 3 2． 177 8
lnNumber 行业内企业个数 1 566 4． 579 9 1． 792 9 0 8． 333 5
lnSubsidy 政府补贴 1 566 11． 775 8 1． 113 0 9． 219 5 14． 878 4
State 国有企业份额 1 566 0． 549 2 0． 204 4 0． 118 4 0． 898 8
Ｒevenue 财政收入比重 1 566 0． 073 8 0． 023 5 0． 021 8 0． 170 2

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关数据来

自于 2000—2008 年中国 29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的统计年鉴和
《交通统计年鉴》，其中剔除了数
据不完整的西藏、海南省。本文
参考刘生龙、郑世林［31］的处理方
法，利用“交通密度”指标衡量地
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一个地

区的交通密度等于该地区的公

路、铁路和水路里程之和与其国土面积之比。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四、实证分析
( 一) 使用 LP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估计对于后续的资源错配程度的计算至关重要，而由于企业的投入

决策与其 TFP之间存在相关性，即存在同时性偏差［32］，因此，传统估计方法( 如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等) 得到的 TFP估计结果是有偏的。针对这一问题，Levinsohn and Petrin［33］提出了半参数估计方法
( 以下简称 LP方法) ，以中间投入作为不可观察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解决了投入变量的内生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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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以获得投入参数的一致有效估计。
本文首先利用 LP方法，基于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估算中国制造业企业 1999—2007 年的全

要素生产率，使用的基本模型如下:

lnYit = βo + β1 lnKit + β2 lnLit + β3 lnMit + εit ( 2)
表 2 要素产出弹性系数的回归结果

估计系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资本系数 β1
0． 333 1＊＊＊
( 0． 005 1)

0． 197 0＊＊＊
( 0． 028 4)

0． 213 9＊＊＊
( 0． 016 5)

劳动系数 β2
0． 051 4＊＊＊
( 0． 001 4)

0． 028 4＊＊＊
( 0． 002 0)

0． 025 5＊＊＊
( 0． 004 7)

样本观测值 N 330 111 135 448 67 081

注:表中括号外的数字为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
字为标准误差，＊＊＊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其中，投入变量有三个: 劳动力 lnLit 和中间投入

lnMit 是自由变量，资本 lnKit 是状态变量。估计系数
β1、β2 则刻画了资本、劳动要素对于产出的贡献率。通
过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③ 分别估计，得出 β1、β2 结

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产出中，

资本的贡献比例要高于劳动。分地区比较来看，东部
地区的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均高于中西部地
区，说明东部地区劳动、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高于中
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部相比中西部，在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上更具有优势，且在资源

的配置效率上也更高一筹。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凭借国际贸易上的地理优势、历史形
成的工业基础以及配套的政策优惠，工业化程度高于内地，并在事实上集聚着大部分工业活动［34］。因
此，东部地区不论是技术积累还是集聚经济所产生的分工协作方面，都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
的劳动贡献系数高于西部，但资本的贡献程度却低于西部，说明中部相对于西部而言，在劳动力的供给

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资本的引入上则有所不及，这可能与较早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
( 二) 计算各要素错配程度

根据谢呈阳、周海波等［4］测算要素相对扭曲程度的方法，本文可以进一步考察制造业中生产要
素在不同地区的错配情况，具体如下:

εKj = Kj( )K / Wjαj( )α
，εLj = Lj( )L / Wjβ j( )β

( 3)

其中 α = ∑N

j = 1
Wjαj 是以产出加权的资本平均贡献值，Wj = Yj /Y是均衡时在地区 j的工业产值

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份额。等号的右边 Kj /K表示地区 j所使用的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而 Wjαj /α则
刻画了当资本有效配置时，地区 j所使用资本的理论比例，两者的比值可以作为要素在地区 j的错配
程度的衡量指标，从而计算得出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与劳动要素在不同地区间配置的相
对扭曲系数，见表 3。

表 3 1999—2007 中国制造业在各地区的要素相对扭曲系数

地区 相对扭曲系数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东部
资本扭曲系数 0． 912 7 0． 914 7 0． 908 2 0． 706 5 0． 708 0 0． 748 7 0． 778 4 0． 746 2 0． 799 7
劳动扭曲系数 0． 678 1 0． 688 3 0． 707 3 0． 733 8 0． 748 6 0． 859 5 0． 734 4 0． 782 7 0． 827 8

中部
资本扭曲系数 1． 281 4 1． 261 1 1． 307 5 2． 007 9 2． 023 9 1． 780 8 1． 685 5 1． 739 5 1． 382 7
劳动扭曲系数 2． 036 9 1． 993 9 1． 985 2 1． 937 3 1． 921 6 1． 517 1 1． 797 1 1． 768 8 1． 379 8

西部
资本扭曲系数 1． 242 5 1． 274 9 1． 280 7 2． 022 6 2． 151 3 2． 066 0 1． 349 7 1． 459 3 1． 733 0
劳动扭曲系数 2． 375 0 2． 381 9 2． 352 3 2． 321 6 2． 377 0 1． 596 1 1． 736 7 1． 260 5 1． 723 0

观察表 3 中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东部地区资本、劳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均小于 1，而中、西部
地区两种要素的扭曲系数均大于 1。根据相对扭曲系数的定义，数字层面的解读说明:相比最优配置
情形，资本、劳动要素资源在经济先发地区( 东部) 的配置相对不足，而在经济后发地区( 中西部) 却
存在过剩，两种要素存在地区间错配的情况。纵观不同地区要素相对扭曲系数的变化，我们还可以
发现:东部地区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在 1999—2007 年间逐渐减小，越来越远离最优值 1，说明东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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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在配置上越来越不足，而劳动相对扭曲系数则逐渐增大，趋近于 1，说
明劳动相对配置不足的情况逐渐得到缓解，这些年里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的转移还是卓有成效

的。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在这 9 年中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分别从 1999 年的
1． 281 4和 1． 242 5 上升至 2007 年的 1． 382 7 和 1． 733，说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要素相对于其经济发
展水平而言配置是相对过剩的，且这种过剩程度逐渐加深，一方面说明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尚未完

全实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在逐渐拉大。而中西部的劳动相对扭曲系
数总体上呈逐渐缩小趋势，从最初的 2． 036 9 和 2． 375 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1． 379 8 和 1． 723，说明劳
动力的相对配置过剩情况在中西部正逐渐缓解，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越来越有效率。因此，我们可以
认为在 1999—2007 年中，中国的资本要素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越来越严重，而劳动力在这
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则逐渐减轻。
( 三) 使用系统 GMM方法估计交通基础设施对资源错配的影响
通过上文的 LP回归，我们得到了企业 TFP以及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再按照第三部分所

述之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方法，就可以得到各地区各行业在每一年份的资源配置效率数值，其均值

为 0． 802 9，标准差为 0． 26。然后将其与交通密度等数据组合成面板数据，就可以进行后续的广义矩
( GMM) 回归分析。

表 4 交通基础设施与资源错配

因变量:资源配置效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L1． allocation 0． 042 8＊＊＊
( 0． 013 5)

0． 046 9＊＊＊
( 0． 015 9)

0． 029 5＊＊＊
( 0． 009 0)

L2． allocation － 2． 739 4
( 3． 464 4)

－ 0． 002 8
( 0． 015 4)

0． 201 2
( 0． 211 3)

Trans 0． 389 0＊＊
( 0． 057 8)

0． 004 2＊＊＊
( 0． 001 4)

0． 006 3＊＊＊
( 0． 001 5)

lnNumber － 0． 057 1＊＊＊
( 0． 020 0)

－ 0． 039 1＊＊＊
( 0． 000 6)

－ 0． 046 9＊＊＊
( 0． 014 7)

lnSubsidy － 0． 051 9
( 0． 087 7)

－ 0． 008 4＊＊＊
( 0． 001 3)

－ 0． 008 9
( 0． 009 3)

State － 0． 836 0*

( 0． 465 3)
－ 0． 056 4＊＊＊
( 0． 005 6)

－ 0． 026 9＊＊＊
( 0． 007 9)

Ｒevenue － 2． 125 7
( 4． 912 7)

－ 0． 000 9
( 0． 074 6)

－ 0． 157 6
( 1． 431 4)

Cons 2． 098 4＊＊＊
( 0． 690 4)

0． 804 7＊＊＊
( 0． 016 0)

0． 867 5＊＊＊
( 0． 118 4)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40 540 486
Sargan-Test P值 0． 784 4 0． 552 0． 877
AＲ( 1) P值 0． 039 0． 006 5 0． 009
AＲ( 2) P值 0． 520 0． 624 0． 218

注: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 1%水平
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水
平上显著。

GMM方法从矩条件出发，构造包含总体未知
参数的方程，并利用方程求解参数，不需要对变量

的分布进行假定，也无需知道随机误差项的准确

分布信息，因此可以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GMM 方 法 历 经 了 由 差 分 GMM［35］ 到 系 统
GMM［36-37］的演变，二者的区别在于差分 GMM 通
过差分方程估算，采用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

方程的工具变量，而系统 GMM则联立了差分方程
和水平方程，采用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

的工具变量，同时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

方程的工具变量。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较大而
时序较短的面板数据，当时序连续而观测时期较短

时，水平滞后项往往是差分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弱工

具变量［37］，采用差分 GMM 可能引致有偏估计，而
系统 GMM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因此，本文
最终选择系统 GMM 方法作为实证模型的估计方
法。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政府政
策以及干预程度的不同，分地区对实证方程( 1) 进
行系统 GMM回归，并分别进行 Sargan检验和 Arel-
lano-Bond检验，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
系统 GMM估计所利用的矩条件的成立前提

是要求差分方程中残差项没有二阶和更高阶自相

关，并且工具变量具有可靠的外生性，因此需要对数据分别进行 AＲ( 1) 、AＲ( 2) 检验和 Sargan 检验。
AＲ( 1) 检验和 AＲ( 2) 检验的原假设分别是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或二阶序列相
关，当相应统计量的 p值大于 0． 05，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否则拒绝原假设。表 4
中的 AＲ( 1) 和 AＲ( 2) 的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只存在一阶自相关，没有二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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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模型通过序列相关性检验条件。Sargan检验的原假设是模型估计所选用的所有工具变量都是
外生的，当相应统计量的 p值大于 0． 05，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否则拒绝原假设。
表 4 中的 Sargan检验也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在数据通过 Sargan 检验和 AＲ( 2) 检验的
前提下，系统 GMM的估计结果是一致有效的。
系统 GMM运算过程将被解释变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滞后一期值 L1． allocation 和滞后二期值 L2．

allocation纳入了解释变量中，从表 4 的结果可以看出，L1． allocation对于当期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说明前期资源配置效率是下一期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前期效率提高将促进下一期资

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 L2． allocation对于当期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表 4 的回归结果揭示了一
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资源错配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且在东、中、西部地区，交通密度变量
Trans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 0． 389 0、0． 004 2 与 0． 006 3，说明 1 单位交通密度的提升将带
来约 0． 04 ～ 0． 38 单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资源错配的程度会逐
渐降低，这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所得结论。地区间的资源错配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地
方保护主义、各省份间的自主权和有限的经济统一所导致的地方市场分割; 其二是地区企业的市场
势力，诚然市场势力有一部分是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则

来源于地区的资源禀赋、投资驱动阶段资本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政府的重点支持与扶持政策等因
素，其三则是地区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造成地区
资源错配的上述三种病因。首先，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将提升产品的通达能力，连通产品和市场的
中间环节，扩大市场范围，有利于地区间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而且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减少运
输成本，降低其在不同地区的同种商品价格中所占比例，从而消除外地商品由于运输成本所导致的

成本劣势，可以有效缓解市场分割以及由其所造成的本地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其
次，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通过市场范围的扩大可以促进分工的深度化与标准化，降低进入门槛，吸引

更多中小企业进入本地区生产，提升本地区的竞争程度，而且小公司、小工厂等横向组织将逐渐代替
工业社会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纵向组织，产生集聚经济，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劳动力
池，这反过来也会深化基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分工，这种螺旋上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或消

除由于垄断等内在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势力，纠正地区间的资源错配。最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为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罗斯托所述“为了替现代工业结构准备可以存在下去
的基础，必须使两个非工业部门发生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变化，这两个部门就是农业和社会经营资本，

尤其是在运输方面的经营资本。”此处运输方面的社会经营资本指的就是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
施是其服务的产业能够产出足够剩余的先决条件，而产业剩余是提高投资能力和促进结构升级的

前提。而且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将促进产品贸易的发展，扩充市场需求，推动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
构升级，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速度，丰富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
分地区比较，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而中部

最小。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影响在东部要大于中西部，对此可能的解释
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是自身单独起作用的，其边际收益会受到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东部地区在发达程度上超过中西部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更高，现有基础设施

投资规模也更高，其他配套设施更齐全，公共服务水平也更高，这些都保障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源

配置提升效应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于资源配置的边际收益高于中部地区，
则可能是与前文所述的中部地区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低于西部有关，中部地区在资本的引入

上也不及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受优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资本与要素从高成本
区域向低成本区域转移双重因素推动，成为政策关注区域与要素流入区域，再加上自身较雄厚的传统

制造业基础，所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会高于中部地区。不过，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

—701—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进，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于资源配置效率预计将会产生更大影响。至于行业内企业数目变量
对于资源配置程度的负向影响，则是由于本文测量的主要是内涵型资源错配，根据定义即假设所有企

业的生产技术是凸的，最优配置状态下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的边际产出应该是相等的，因此随着企业

数量的增加，所有企业边际产出均相等这一最优状态越难达成，甚至会越来越偏离最优状态。
政府补贴( lnSubsidy) 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并不显著，但是在中部地区存在着

显著的负效应，说明中部地区的政府补贴对于要素价格的扭曲作用较为明显，可能与近期发力的“中
部崛起”战略有关，中部地区为了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对本地企业实行了大量补贴，尤其是对亏损的
国有企业的补贴保护了那些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使得那些企业没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升级，从而使得

有限的资源未能流入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中去，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国有企业份额( State) 对于资源
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都显著为负，说明各个地区对于本地国有企业的保护越强，地区资源
错配的程度越高。大多数国有企业相对于私营企业而言效率低下，但是其总能更容易得到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而且国有企业许多处于垄断行业，具有垄断势力，缺乏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的动

力，因而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会发生资源错配。而且国有成分较高的地区，其地方保护主义
程度也较高，地区间的资源错配也由此产生。最后，财政收入比重( Ｒevenue) 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
响在三个地区为负，但是都不显著，说明当前政府为了保护税基和增加本级财政收入采取的保护当

地税源的措施尚未造成严重的市场分割效果。
表 5 稳健性检验: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衡量指标

因变量: PPI
东部 中部 西部

L1． PPI 0． 153 2＊＊＊
( 0． 035 9)

0． 165 5＊＊＊
( 0． 073 4)

0． 195 3＊＊＊
( 0． 003 3)

L2． PPI － 0． 593 2
( 0． 373 5)

－ 0． 385 2
( 0． 332 8)

－ 0． 327 2
( 0． 347 6)

Trans 0． 029 8＊＊＊
( 0． 009 4)

0． 008 3＊＊＊
( 0． 001 9)

0． 021 8＊＊＊
( 0． 003 6)

lnNumber － 0． 016 4＊＊＊
( 0． 001 9)

－ 0． 035 9＊＊＊
( 0． 006 4)

－ 0． 035 2＊＊＊
( 0． 005 7)

lnSubsidy － 0． 002 8＊＊＊
( 0． 000 9)

－ 0． 008 7＊＊
( 0． 003 6)

－ 0． 009 5＊＊
( 0． 003 7)

State － 0． 063 5＊＊＊
( 0． 021 2)

－ 0． 094 7＊＊
( 0． 040 5)

－ 0． 136 4＊＊
( 0． 068 4)

Ｒevenue － 0． 858 6＊＊＊
( 0． 147 3)

－ 1． 435 8＊＊＊
( 0． 369 3)

－ 3． 184 2＊＊＊
( 0． 671 6)

cons 8． 251 6＊＊＊
( 0． 298 8)

7． 605 2＊＊＊
( 0． 486 8)

7． 407 2＊＊＊
( 0． 609 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40 540 486
Sargan-Test P值 0． 229 6 0． 329 7 0． 289 7
AＲ( 1) P值 0． 008 1 0． 018 0 0． 021 4
AＲ( 2) P值 0． 706 1 0． 610 3 0． 433 9
注: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 1%水平上

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水平
上显著。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地区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这一指标替换原有因
变量 TFP损失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并将其纳入
回归模型中。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
价格来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完成的。PPI 反
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包含原材料的采购以及劳

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价格。地区
PPI指数的变化可以反映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变
化，而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资源在不同地区配置的状况。系统 GMM回归得
到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本模型基本一致: 交

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地区资源配置效

率的提高，且对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都适用。上
述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测

度，之前的结论仍然十分稳健。一个地区的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将有利于地区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资源配置水平。
( 五)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机

制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传导机制，以检验本文第二部分所提的

三个假说，即检验产业结构、市场分割程度以及地区分工水平三者在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配置效
率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本文按照温忠麟等［38］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回归。中介效应的存
在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 1) 未纳入中介变量前，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 ( 2 )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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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显著; ( 3) 纳入中介变量后，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 ( 4 )
纳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降低。

表 6 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因变量:
structure

因变量:
allocation

因变量:
structure

因变量:
allocation

因变量:
structure

因变量:
allocation

structure — 0． 079 4＊＊＊
( 0． 006 2)

— 0． 028 7＊＊＊
( 0． 091)

— 0． 024 8＊＊＊
( 0． 006 5)

Trans 0． 029 7＊＊＊
( 0． 007 0)

0． 207 0＊＊＊
( 0． 052 3)

0． 030 7＊＊＊
( 0． 008 1)

0． 003 8＊＊＊
( 0． 000 7)

0． 004 1＊＊＊
( 0． 000 7)

0． 006 2＊＊＊
( 0． 001 4)

Sargan-Test P值 0． 228 2 0． 474 8 0． 328 0 0． 482 0 0． 384 1 0． 523 9
AＲ( 1) P值 0． 000 4 0． 004 9 0． 000 0 0． 000 2 0． 000 0 0． 046 0
AＲ( 2) P值 0． 227 9 0． 544 1 0． 812 5 0． 422 0 0． 255 1 0． 121 4

注: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

首先，检验假说

1: 地区交通基础设
施水平的提高，可以

通过促进地区产业

结构调整，从而改善

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本文利用第三产业

产值占地区 GDP 的
比重来衡量地区产

业结构 ( structure) 高
度，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在相关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利用系统 GMM方法，得
到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到，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Trans) 对于地区产业结构( structure) 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说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改善地区发展环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加入产业结构
( structure) 变量到基准回归模型中后，structure对于地区资源配置水平的影响显著，说明地区产业结
构高度的提升，可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而且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Trans) 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
影响显著，但是影响系数变小，东、中、西部的影响系数分别从 0． 389 0、0． 004 2、0． 006 3 降低到
0． 207 0、0． 003 8和 0． 006 2，满足中介效应存在条件，说明产业结构在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配置过
程中起着中介效应。因此假说 1 成立，即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
调整，从而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其次，检验假说 2: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减轻市场分割程度，从而降低地区资

源错配程度。本文利用地区工资差异( wage) 作为市场分割的代理变量，李善同等［39］的调查分析认
为，对要素市场的保护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就包括对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保护。
各省区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互相设卡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扭曲了

资源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部分表现为地区间存在工资差异，因此地区间工资差异也可间接反映
各地区市场分割的程度。地区工资差异利用各地区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来衡量。按照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市场分割中介效应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因变量:
wage

因变量:
allocation

因变量:
wage

因变量:
allocation

因变量:
wage

因变量:
allocation

wage — － 0． 094 4＊＊＊
( 0． 033 8)

— － 0． 096 7＊＊＊
( 0． 024 6)

— － 0． 147 2＊＊＊
( 0． 018 5)

Trans － 0． 006 2＊＊＊
( 0． 000 1)

0． 251 8＊＊＊
( 0． 044 0)

－ 0． 014 0＊＊＊
( 0． 000 2)

0． 003 4＊＊＊
( 0． 001 1)

－ 0． 027 9＊＊＊
( 0． 004 1)

0． 003 1＊＊＊
( 0． 001 3)

Sargan-Test P值 0． 528 0 0． 637 2 0． 552 4 0． 192 0 0． 584 2 0． 358 7
AＲ( 1) P值 0． 005 4 0． 007 7 0． 000 0 0． 000 9 0． 000 0 0． 002 2
AＲ( 2) P值 0． 985 4 0． 525 1 0． 141 7 0． 405 0 0． 156 7 0． 134 9

注: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

从表 7 中可以
看到，交通基础设

施水平 ( Trans) 对
于地区工资差异

( wage) 存在显著
的负向影响，说明

地区交通基础设施

的发展可以缩小地

区工资差异，而且

通过降低运输成

本，可以有效减轻市场分割。当加入 wage变量到基准回归模型中后，wage对于地区资源配置水平的
影响显著，说明市场分割程度的减轻，地区间的边界效应的减弱，可以促进资源流动，实现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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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改善。而且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trans) 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影响系数变小，东、
中、西部的影响系数分别从 0．389 0、0．004 2、0．006 3降低到0．251 8、0．003 4和0．003 1，满足中介效应存在
条件，说明市场分割在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中介效应。因此假说2成立，即地区交通基础
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减轻市场分割，从而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最后，检验假说 3: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分工水平，从而改善地区资

源错配情况。地区分工程度提高会导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因此地区专业化作为地区分工的结果，
可以作为地区分工的代理变量。本文利用樊福卓［40］所提出的地区专业化系数指标④来衡量地区分
工程度，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地区分工水平中介效应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因变量:
specialize

因变量:
allocation

因变量:
specialize

因变量:
allocation

因变量:
specialize

因变量:
allocation

specialize — 0． 338 0＊＊＊
( 0． 027 0)

— 0． 533 2＊＊＊
( 0． 003 1)

— 0． 314 4＊＊＊
( 0． 099 2)

Trans 0． 001 6＊＊＊
( 0． 000 3)

0． 248 7＊＊＊
( 0． 034 6)

0． 001 2＊＊＊
( 0． 000 3)

0． 001 5＊＊＊
( 0． 000 5)

0． 000 6＊＊＊
( 0． 000 1)

0． 005 2＊＊＊
( 0． 001 7)

Sargan-Test P值 0． 228 2 0． 818 4 0． 428 0 0． 217 5 0． 584 3 0． 784 3
AＲ( 1) P值 0． 000 0 0． 003 9 0． 016 7 0． 000 5 0． 024 7 0． 033 7
AＲ( 2) P值 0． 225 9 0． 514 7 0． 262 1 0． 560 6 0． 298 3 0． 129 2

注: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
著，*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

从表 8 中可以看
到，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 Trans) 对于地区专业
化水平 ( specialize) 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

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

发展可以扩大市场范

围，促进集聚经济的产

生，提高分工的深度。当
加入 specialize 变量到
基准回归模型中后，specialize对于地区资源配置水平的影响显著，说明地区分工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
资源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而且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Trans) 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
但是影响系数变小，东、中、西部的影响系数分别从 0． 389 0、0． 004 2、0． 006 3降低到 0． 248 7、0. 001 5和
0． 005 2，满足中介效应存在条件，说明地区分工在交通基础设施影响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中介效应。因
此假说2成立，即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分工，从而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 Hsieh和 Klenow［11］研究方法，使用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 LP

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地区测算了这九年间的总体资源错配程度; 然后结合各省交通基

础设施等数据，构建了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地区间要素资源错配的影响，

从交通基础设施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制造业在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内在根源。本文发现: ( 1) 在中国
当前的经济产出中，资本的贡献比例要高于劳动，且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均高于中
西部地区。( 2) 中国东部地区存在要素资源相对供给不足，而中西部地区却无法形成对要素的有效
利用，存在要素资源相对过剩。进一步分析要素资源错配的变动趋势，发现资本要素在东中西三个
地区的错配程度越来越严重，而劳动力要素在这三个地区的错配程度则逐渐缓解。( 3) 地区的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对资源错配存在显著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优化产业区位，促进结

构调整;降低运输成本，消除市场分割;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分工精度这三条路径减轻或消除要素资

源错配。分地区比较还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
部最小，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化资源配置效应还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
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大力发展地区内交通基础设施，为要素资源有效流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利用交通
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蒂伯特选择”机制的用脚投票功能，东部地区注重地区内交通基础设施
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加快地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存量扩张。东部地区因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较早，现
有存量规模较大，量的增长需让位于质的提高，对目前已无法满足运输要求的低等级公路进行提档

—011—

周海波，胡汉辉，谢呈阳，戴 萌 地区资源错配与交通基础设施: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升级，人口高度密集且具有经济实力的城市可考虑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同时应加大对农村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现代化程度高、运作架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综合运输交通体系，以交通基
础设施的完善消除市场分割，引导要素合理配置。而中西部地区目前地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存量规模
仍然较小，其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当地政府应继续加快对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地区内交
通基础设施的总量扩张。中央政府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创新投
融资模式，以吸引社会资本、国外资本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力求全面提升中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2． 各地区在发展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做好协调与协作，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铁路、
高铁等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强烈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实现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但
是铁路基础设施的发展会产生明显的产业集聚，可能导致虹吸效应，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人才与
产业往东部过度集中，拉大地区收入差距，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因此需要进行构建地方政府协同
供给的合作平台，协同供给铁路等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东部地区依靠发达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优化
其在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势，提高铁路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运营效能，充分发挥沿海大港口的优势，

完善沿海铁路大动脉建设。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结合自身实际需要，投资建设一批铁
路基础设施，有效承接产业转移，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还需要出台更多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

当地的投资环境、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素质等因素，增加地区产业的“粘性”，且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其带来的污染等负外部性和节约保护耕地资源。

3． 将要素转移与产业转移有效结合，增强发达地区产业转出“拉力”与后发地区产业转入“拉
力”。为保证资源最有效利用，在引导要素资源转移过程中需合理评估转出地与转入地产业发展状
况，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合理引导要素在地区间的转移。东部地区要努力提升自身产业结构高度，走
创新发展道路，加大研发投入，并以全局视角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建立区域联盟，实现资本、技术、人
才的充分流动与共享，以尽快推进创新技术的突破，培育创新主导产业，打造产业转出的“推力”。中
西部地区则要转变被动承接产业转移的思路，主动出击，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及政策条件优势，引导企

业的集群式转入。且在产业转入后，中西部地区要通过软硬环境建设，使其落地生根，融入本地经济
发展的大局，推动产业与城市的融合交互发展，即“产城融合”。从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推进产业
的集群式转入与“产城融合”，打造承载产业转入的“拉力”。另外，从国家总体层面，需要进一步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积极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以

有效配合“拉力”与“张力”作用的发挥。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③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湖
南、江西、内蒙古、广西、黑龙江、吉林，西部地区则包括新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④i地区的专业化系数 FＲi = 1
2∑

n

j = 1
| sij － sj |，其中 sij = Eij /∑

n

i = 1
Eij，sj =∑

m

i = 1
Eij /∑

m

i = 1
∑

n

j = 1
Eij，Eij代表 i地区 j行业的产

值，sij 代表 i地区 j行业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份额，sj 代表国家 j行业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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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gional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ZHOU Haibo1，HU Hanhui1，XIE Chengyang1，DAI Meng2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2． Beijing Changping District Commission of Development and Ｒeform，Beijing 102200，China)

Abstract: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s one of the internal root causes of interregional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monopoly competition model，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lev-

el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uring 1999—

2007． Then this paper combines it with provincial-leve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ata to build panel data，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the East，Middle

and W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relative supply shortage of resources in eastern China，while there is a relative sur-

plus of resourc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these three regions，the misallocation degree of capital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while the misallocation degree of labor force is gradually eased．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an mitigate or eliminate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rough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liminating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of division． By regional comparison，we also find that the in-

fluence coeffici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the largest in the east，the second

in the west and smallest in the middle． Therefore，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its function of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the

expansion of investment scale，the improvement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

Key words: resource misallocatio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fluence mechanism; re-

gional difference; system 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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